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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农村宅基地中的资源冗余

贺雪峰

(武汉大学 社会学系,湖北 武汉４３００７２)

摘　要　农民进城后的宅基地是否退出,是当前一个时期学界和政策部门关注的焦点

问题之一.当前正在进行的三项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中,宅基地制度改革尤其是宅基地退出

改革受到普遍关注.主流观点认为,农民进城后应当及时有偿退出宅基地,这样就可以节约

宝贵的土地资源,同时可以让进城获得退出宅基地的补偿,带着财产进城.问题是,中国现

在发展阶段,进城农民仍然保留与农村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可能在进城失败后退回农村.
在农民进城后一段时间仍然保留农村宅基地,而不是将宅基地退出复垦为耕地,这并非是浪

费而是农民进城的保险,是农民的基本保障.或者说这是应对农民进城万一失败的必要“浪

费”,是合理的资源冗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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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正在进行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试点中,３３个试点地区有１５个进行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的

试点.宅基地试点最重要的内容是让进城农民有序退出宅基地,从而节约农村土地资源,保障中国

１８亿亩耕地红线.当前最为人诟病及最令人不解的是,在中国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农民进城了,他
们在农村的宅基地却没有退出来.农民不仅没有退出宅基地,而且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村人口减少

了,农村建设用地反而增加了,从而出现在当前以及过去很长一个时期以来城市和农村建设用地同步

增长的“奇怪”现象.农民进城了,城市建设用地自然就会增加,问题是进城农民没有退出他们在农村

的建设用地(主要是“宅基地”),从而造成了土地资源的严重“浪费”.
不过,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农民进城了,他们却只是进城务工经商,并没有真正在城市安居,更

难以在城市体面地完成家庭的再生产.为了应对进城失败的可能性,农民在进城后一段时间仍然保

留在农村的宅基地和住房,作为进城失败的退路.这样来看,农民进城后一段时间仍然保留农村宅基

地,而不是将宅基地退出复垦为耕地,就不是浪费,而是农民进城的保险,是农民的基本保障,是保证

农民进城万一失败的必要“浪费”,是合理的资源冗余.这样的资源冗余不仅有必要,而且对于保障农

民利益,对于避免中国城市贫民窟,对于应对中国经济周期,以及对于保障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稳定,
都极为重要.

本文拟通过三个部分来讨论具有积极功能的农村宅基地资源冗余,试图为理解农村宅基地功能

和理解当前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提供一个认识框架.

　　一、为什么农村宅基地应当保留一定的资源冗余

　　据«人民日报»报道:“习近平主席给莫迪介绍时,说了两条,一条是中国的城市化率.另一个,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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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讲到了中国的政策考虑,不能让进城务工人员走上不归路,要给他们在农村留条后路,一旦在城

里待不下去了,还能回到农村.他着重强调,决不能使中国出现贫民窟”①.
习总书记的讲话十分清晰地说明了中国城市化与印度城市化的差异,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中国

城市化过程中为进城农民工留下了退路,一旦农民进城失败,他们还可以返回农村.而包括印度在内

的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农民进城都是不可逆的,进城失败了,在城市待不下去,也无法返回农村,这些

无法返回农村又难以体面融入城市的进城农民聚集起来,就形成了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贫民窟.
中国之所以未出现类似其他发展中国家几乎都存在的大规模城市贫民窟,关键是为进城农民工

“在农村留条后路,一旦在城里待不下去了,还能回到农村”.从实践上看,这条后路就是农民仍然保

有农村的宅基地、住房和承包地,当农民工难以在城市体面安居时,他们随时可以返回农村居住和耕

种土地.从制度上看,这条后路则是中国土地公有制,包括集体成员所有、按人均分的耕地制度和一

户一宅的宅基地制度.只要是集体组织成员,农户都享有免费获得、无偿使用的宅基地.这个意义上

讲,中国现行宅基地制度及其实践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极为关键重要的基础条件.
问题是,现在中国正处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大量进城,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农民进城后,他们

仍然保留农村宅基地不愿退出,造成 “城市与农村建设用地双双增加”,以及由此造成的建设用地“浪
费”呢?

农民进城后不退出农村宅基地究竟是不是浪费,关键在于能不能准确理解中国农民城市化及中

国现代化的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率从不足２０％上升到２０１７年的５８．５２％,大量农民进城了.不过,如

果仅从户籍人口计算,２０１７年中国城市化率只有４２．３５％,户籍城市化率与实际城市化率相差约１６
个百分点,就是说,有超过１/４的城市人口仍然是农村户籍.户籍人口城市化率远低于国家统计局统

计的城市化率,原因之一是国家统计局是按居住地来统计城市人口的,进城务工经商时间超过６个月

就被统计为城市人口了.然而,当前中国农民城市化具有两个十分重要的特点:一是农民家庭往往只

是青壮年劳动力进城,老年父母和年幼子女留守农村,形成了当前中国农村占主导地位的“以代际分

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计模式;二是农民年富力强时进城务工经商,年龄大了,在城市丧失就业机

会,他们可能会返乡[１].这两个特点决定了农民家庭虽然有劳动力进城了,但仍然有留守人员,以及

农民虽然在年轻时进城,但年老后仍可能返乡.无论哪一种情况,进城农民都不会盲目退出宅基地.
宅基地及其上面所建住房不仅为农民家庭提供了生产生活的基础,而且为进城失败的农民提供了返

乡保障.
此外,进城青壮年农民虽然在城市务工经商,但在年节时间往往返乡,一方面是他们的父母子女

仍然留守农村,需要返乡照看;另一方面是他们的根在农村,需要返回村庄寻找社会关系和生活意义.
他们进城了却不可能也不愿意斩断与村庄的联系,经济上、社会资本上和生命意义上的联系都无法

斩断.
在当前中国发展阶段,城市很难为进城农民提供在城市体面完成家庭劳动力再生产的就业与收

入条件,年轻时进城,年龄大了仍然难以在城市体面安居,就需要返回农村.从年老父母的角度来看,
即使他们的子女在城市有住房,有稳定收入,这些年老父母也大多不愿与子女一起生活在城市,因为

一起生活就意味着受到子女的各种约束,就不自由,就像“坐牢”一样.与子女短时间一起生活,很亲

密,是亲人;长时间在一起生活就变成了“仇人”.进城农民在城市买了房子也往往只是供年轻子女居

住、生活和工作,年老父母仍然选择在农村居住、生活以及耕种土地.
因此,当前中国农民进城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农民家庭中往往是中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经

商,农村劳动力进城了,城市化率提高了,留在农村的农民家庭数量并未显著减少;第二,由于缺少对

在城市体面安居的预期,农民进城时大多会留下返乡退路,而不愿选择“不可逆”的进城策略,最重要

的是保留他们在农村的宅基地与耕地;第三,进城农民倾向在年节时间返回农村,以保持与农村经济、

２

① 莫迪问习近平:能否讲一讲中国的“新时代”,«人民日报»２０１８年５月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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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价值方面的联系;第四,农村老年人不愿与子女一起在城市生活,因为“城市生活不自由”,而只

要与土地结合起来,有村庄熟人社会,老年人在农村的生活就比在城市有更高质量,更好品质.由此

造成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两个显著后果:第一,大量农民进城了,农村出现了空心化,农户家庭数量

却未显著减少;第二,中国城市化率快速提高了,农民却没有退出农村宅基地,农村建设用地没有随着

农民进城而显著减少.甚至陈锡文讲,与社会主流舆论认为农村住宅空心化程度很高的判断相反,
“据国家电网公司对其经营区域由居民房屋空置率(年用电量低于２０千瓦时)后统计,城镇居民房屋空

置率为１２．２％,而乡村居民住房空置率为１４．９％”[２],农村住宅空置率仅仅比城市住房空置率略高.
农民进城了,却仍然保留农村宅基地,保留进城失败后的返乡退路,这显然是农民对自己进城风

险的理性评估.在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阶段,不可能所有进城农民都可以在城市获得稳定就业与收入,
并可以在城市体面安居,而几乎必然会出现大量农民进城失败的情况.一旦进城失败,他们仍可以返

回农村,与土地结合起来,在农村过熟人社会中的体面、安逸、悠闲的生活.正是因为进城失败可以返

乡,中国才没有出现进城失败农民在城市的漂泊聚积,也就没有出现发展中国家通常都存在的大规模

城市贫民窟.
此外,全球化时代,中国经济结构已经深深嵌入世界经济体系,也就嵌入到世界经济周期之中了.

这样的经济周期一定会有周期性的风险,典型如２００８年世界金融危机造成中国大约２０００万农民工

失业.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讲,２０００万农民工失业就意谓着２０００万个家庭失去收入来源,就会引

发严重的社会危机.中国情况完全不同,因为所有失业农民工都可以顺利返回家乡,回到农村.回到

农村后,按失业农民工的说法“正好可以休息一段时间”,生活成本不过是家里吃饭时“多摆一双筷

子”.正是进城农民留有返乡退路,他们进城失败可以选择返乡,中国就具有极强的应对经济周期的

能力,就不会出现因经济或金融危机而造成社会危机,造成政治动荡.这正是改革开放４０多年中国

在快速经济发展中保持了高度社会政治稳定的关键.
当前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大量农村人口进城,农民却并未同步退出农村宅基地,这个事实可以

有两个完全不同的价值判断.
第一个判断是:农民进城了,要增加城市建设用地,却没有同步退出农村宅基地,由此造成当前中

国城乡建设用地同步增长的现象,造成了严重的土地资源浪费.尤其是一些人想象中城市建设用地

的稀缺与珍惜,而对农民进城却未退出宅基地极为痛惜,因此极力主张农民城市化进程中应当“人地

挂钩”[３],即农民进城就应当退出农村宅基地,以减少当前农村土地资源尤其是建设用地资源的低效

与浪费,以提高建设用地效率,以集约节约用地.
第二个判断是:农民进城了,可能无法在城市体面安居,因此倾向保留返乡的权利,即并不同步退

出宅基地.农民进城后并不同步退出农村宅基地并非土地资源的浪费,而是一种必要的资源冗余,这
样一种资源冗余是一种社会保险,是农民的基本保障,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必须的保险.正是进城

农民没有同步退出农村宅基地,农村保留了一定的宅基地冗余,而保留了农民进城失败的退路,防止

了中国城市出现大规模贫民窟,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应对经济周期、金融周期的能力.农民进城之后相

对闲置的宅基地并非绝对浪费,而是有用的冗余,是农民的保险,也是中国社会的保险.一旦中国实

现了高度现代化以及完成了城市化,进城农民已在城市体面安居,他们不再需要农村这条退路,他们

保留的作为进城失败退路的农村宅基地保险就不再需要,农村宅基地的资源冗余就无必要,农民宅基

地就可以复垦出来种粮食了.
从保留农村宅基地必要资源冗余的角度来看当前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以及来认识农村宅基地

实践,来理解农村宅基地这一土地资源,就会有完全不同于现行农村宅基地改革的政策主张.

　　二、当前关于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中的激进主张

　　土地作为一种不可再生资源,十分宝贵.尤其是中国人多地少,耕地面积有限,保护耕地就具有

极为重要的意义.中国当前一个广泛的共识是一定要保持“１８亿亩耕地红线”,不然就可能出现粮食

安全问题.在耕地有限的情况下,中国快速城市化,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必然要占用土地,尤其是要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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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用耕地.为了保证１８亿亩耕地红线不被突破,国家要求实行土地占补平衡:即城市建设占用了耕

地,必须要通过复垦形成同等数量和同等质量的耕地来补充.在可供开垦土地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农
民进城以后,要在城市占用建设用地,他们农村宅基地闲置下来了.如果将农民闲置宅基地复垦为耕

地,则一般来讲,农民在农村占用宅基地面积比较大,土地集约节约利用程度远没有城市建设用地高,
农民进城退出宅基地,进城占用建设用地,两者相抵,由农民退出宅基地复垦而来的耕地要多于城市新

增建设用地所占用耕地,中国城市化进程就不会出现耕地的减少,１８亿亩耕地红线就有保障了.
基于以上设想,当前政策部门提出城市化进程中的“人地挂钩”政策,即在农民进城时退出农村宅

基地,增加城市建设用地,地随人走,集约节约用地.其主要制度工具是“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

策”.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是将农村建设用地的减少与城市建设用地的增加相挂钩,农村建设

用地主要是指农民的宅基地,具体实践中就是让进城农民腾退出宅基地,再将宅基地复垦出耕地,形
成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的指标,挂钩变成城市增加建设用地指标.地方政策实践中,重庆的“地票”、河
南推出的“宅基地券”都是增减挂钩实践.

问题是,要让农民退出宅基地,就必须向农民支付费用,让农民愿意退出宅基地.按重庆实践的

经验,以每亩大约１５万元来让农民退出宅基地,农民有很高积极性.农民退出宅基地,拿到补偿款,
就不再可以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申请宅基地了.也就是说,凡是参加了“地票”项目的进城农民就

不再可以返回农村了,他们是不可逆的进城.
为保护耕地而推出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在实践中产生出两个有所差异的方向:一是地

方政府试图借用增减挂钩政策来增加城市建设用地指标,二是出现了宅基地是财产,让农民退出宅基

地就可以让农民致富的普遍认识[４],这种认识甚至被运用到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以及精准扶贫上

来①,从而极大地影响到了当前正在进行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实践.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实施的前提是,地方政府进行城市建设需要新增建设用地指标,而国

家每年下达新增建设用地指标不能满足地方建设所需,由此造成城市建设用地指标的稀缺.正是城

市建设用地指标稀缺使建设用地指标产生了价值,增减挂钩政策将减少农村建设用地与增加城市建

设用地指标相挂钩,则减少农村建设用地就可以产生出新增城市建设用地指标的价值,比如每亩１５
万元.地方政府如果能用低于１５万元/亩的代价减少农村建设用地,让农民退出宅基地复垦为耕地,
地方政府就有动力推动农民退出宅基地.而且,地方政府倾向以尽可能低成本推动农民退出宅基地,
以获得新增城市建设用地,由此在很多地区尤其是华北农村普遍出现了“农民被上楼”,以减少农村建

设用地增加城市建设用地指标.
换句话说,国家为了保护耕地,通过刻意下达较少城市建设用地指标来保持地方城市建设用地指

标的稀缺,来迫使地方政府集约节约用地.同时又通过增减挂钩政策为地方政府通过减少农村建设

用地以增加城市建设用地开了口子:地方政府为了获得稀缺的城市建设用地指标,想方设法让农民退

出宅基地.这个意义上,地方政府是被“逼良为娼”.这种 “逼良为娼”产生了很多恶果,其中最具代

表性的正是华北地区普遍出现的“农民被上楼”.
第二个方向则更为“有趣”,即因为国家刻意通过减少地方政府城市建设用地指标来达到地方政

府城市建设用地指标的稀缺,形成了城市建设用地指标的价值比如每亩１５万元,通过增减挂钩政策,
就意谓着农村减少建设用地就可以挂钩形成１５万元/亩的指标价值.也就是说,农民每退出一亩宅

基地就可以获得１５万元的财产性收益.农民宅基地因此就变得值钱了,农民就可以在进城时通过退

出宅基地来获得财产性收益(１５万元/亩),然后带着财产进城.如果国家对地方政府供给的城市建

设用地指标更少,地方政府城市建设用地指标稀缺程度越高,指标价值越高,比如可能达到４０

４

① ２０１７年国土资源部印发«关于进一步运用增减挂钩政策支持脱贫攻坚的通知»,明确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可以将增减挂钩节

余指标在省域范围内流转使用,并要求“适当减少节余指标流入地区新增建设用地安排,经营性建设用地尽量要求使用增减挂钩

指标,以提高增减挂钩节余指标收益,进一步加大对脱贫攻坚工作的支持力度”.２０１６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支持深度贫困地区

脱贫攻坚的实施意见»,明确了深度贫困地区开展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可不受指标规模限制,探索“三州三区”及深度贫困县增

减挂钩节余指标在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扶框架内开展交易,收益主要用于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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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亩,则农民退出宅基地就可以获得更高财产性收入,就可以带着更多财产性收入进城.这样一

来,国家通过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通过控制城市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借助增减挂钩政策为进城农民

通过退出宅基地获得一笔巨大财产性收益.
既然农民退出宅基地可以产生出如此巨大的财产性收益,当前中国正在进行的农村精准扶贫就

自然希望借增减挂钩政策来筹集资金.河北阜平和安徽金寨都通过增减挂钩筹集了数十亿元扶贫资

金.目前国家已出台政策,允许贫困地区通过增减挂钩指标跨区域交易来让贫困地区农民退出宅基

地获得指标收益.为了保证指标高价,国家就自然要求通过定向减少发达地区城市建设用地指标来

提高其建设用地指标稀缺程度,提高指标价值.
现在的问题是,即使可以为退出宅基地的农民或贫困地区筹到大量财产性收益,这些财产性收益

是从哪里来的? 是天上掉下来的? 是农民退出的宅基地上进行生产获得的? 都不是,而是由国家通

过刻意定向减少发达地区城市建设用地指标来形成发达地区向贫困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这里没有

产生任何财富,而只有财富的转移.
本来只是为了保护耕地、集约节约用地而推出的增减挂钩政策,经过以上两个方向推进就完全变

味了,其结果是,无论是地方政府为了增加城市建设用地指标而“逼农民上楼”,还是为了让农民获得

所谓财产性收入而让农民退出宅基地,增减挂钩政策都极大地推动了农民宅基地的退出,不仅将本来

应该退出的宅基地退出了,而且将不应该退出也不能退出的宅基地也都退出了.为了支付农民退出

宅基地的成本,地方政府支付了巨额成本,以及人为推高了城市建设用地成本(城市建设用地必须要

额外支付数十万元每亩的增减挂钩指标费),从而进一步加大了农民在城市安居下来的成本.当前农

村土地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是将增减挂钩作为主要制度手段来为精准扶贫、为增加所谓农民财

产性收入等目标筹措资源,也就将本来应当通过公共政策来完成的资源转移却以虚拟的增减挂钩指

标交易来完成了,并因此造成严重的资源错配.
举例来说,以增减挂钩政策来筹措精准扶贫资源,重要的方面是让农民退出宅基地,将退出宅基

地复垦为耕地,从而形成可供交易的城市新增建设用地指标.问题是,贫困地区一般都是高寒山区,
耕地资源极为稀缺,农民建房一定不会在稀缺的耕地上建,而大都是在山坡上建房,这些房子拆了退

出的宅基地根本就不可能复垦为耕地.在实践中,贫困地区获得的增减挂钩指标大都是拆了农民房

子按退出宅基地来计算面积,结果是,农民房子拆了,宅基地退出了,指标也挂钩到城市了,复垦出来

的耕地根本就无法耕种而被抛荒.这里的资源错配有四:一是不该拆农民房子;二是农民没有宅基地

就不可以再返乡了;三是复垦的投入浪费了,因为复垦出来的耕地无法耕种;四是指标换来的资金提

高了城市建设用地成本,从而增加了农民城市化的成本.唯一好处是将发达地区的资金以指标交易

的形式转移到了贫困地区.但既然是资源转移,何必去拆农民房子,而不直接通过公共政策来实现更

加公开也更加公平有效率的转移?
也就是说,现在越来越倾向将增减挂钩作为主要政策手段来为农民增加所谓财产性收入、来为贫

困地筹措扶贫资金以及来为地方政府获得新增城市建设用地指标,结果就是地方政府以及农户为了

获利而将本来不应该拆的房子拆掉了,不应当退出的宅基地退出了.这种政策的极端就是将大量缺

少在城市体面生活能力的农户不可逆地推向城市,农民一旦进城失败也不再可以返乡,遇到世界性的

经济周期,国家也就失去了农村这个退路,农村也就不再能充当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

池”了.
从增减挂钩的政策初衷来看,虽然花费代价极高,却总算将农民该退不该退的宅基地都腾退出来

复垦为耕地,从而增加了中国耕地面积,保证了中国１８亿亩耕地红线.

　　三、农民退出宅基地应当是一个过程

　　之所以农民进城后仍然愿意保留在农村的宅基地,是因为农民有对自己进城风险的清晰评估,他
们担心万一进城失败还要返回农村,就保留下宅基地这个退路.从农民来讲,所谓宅基地不过是一块

不方便耕种的坡地、旱地、荒地,在上面建了房子,为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提供服务与保障.他们进城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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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在城市安居了,不再需要宅基地了,他们就自然会在不再需要的宅基地上种树、种大豆、种蔬菜、种
粮食,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即使今天也在全国大多数中西部农村进行着.一旦农民进城失败

了,他们还可以回到原来宅基地上建房子居住生活[５].现在增减挂钩政策通过给退出宅基地农户补

偿而让农户永远退出宅基地,即使进城失败也不再能回来.一旦宅基地退出可以获得补偿,农民自动

退出宅基地就变成待价而沽,无论退出宅基地能不复垦为耕地,所有农民都会拿宅基地与地方政府讨

价还价.地方政府尤其是占有最多土地资源的中西部地区的地方政府,不可能拿出巨额资源补偿农

民退出宅基地,而真正进城不再需要宅基地的农户也会中止正在退出宅基地的行为.
按中国有２亿多亩宅基地,每亩２０万元来退出,地方政府需要筹措４０万亿元资金来让农民退出

宅基地,按１０年计算,每年需要４万亿元.显然,地方政府是不可能拿出如此巨额财政资金来的.
一般来讲,有两种农民退出宅基地的办法:
第一种,农民进城并在城市安居了,他们不再需要返回农村,农民就自动将宅基地复垦种粮食.

在现阶段,因为中国仍然处在发展过程中,城市无法为所有进城农民提供稳定就业和高水平收入,国
家也无法为所有进城农民提供在城市体面生活的社会保障,进城农民就会为防止进城失败而留下返

乡退路,因此,他们一般都愿意保留自己在农村的宅基地,即使这些宅基地多年不用已经复垦种了粮

食,他们仍然可能在进城失败后返乡在宅基地上建房.农民保留宅基地是他们在当前中国经济发展

阶段的保险行为,是相当理性的,也是中国城市没有出现大规模贫民窟的原因:农民进城待不下去,他
们不是聚集到贫民窟而是回到农村,与土地结合起来了.

这种办法的好处是,农民退出宅基地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是基于农民自身的理性选择.国家

在其中只起有限作用,地方政府也无需花费巨大财力.并且,农民理性保留宅基地为中国避免出现城

市贫民窟和应对经济周期提供了基本条件.坏处则是,宅基地退出是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开始时只

是一些边远地区农民搬到交通便利的地方或在城里买房,这些村庄空心化了,宅基地自然退出了,再
就是相对便利的村庄也变得萧条,因为城市让农民生活更加美好,这些地区也逐步退出宅基地.随着

中国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完成,国家有能力为所有进城失败人口提供在城市基本生活的保障,农民就越

来越不需要农村退路,农村宅基地就自然而然地退出还耕了,这个过程也许要２０年.
第二种,在农民仍然普遍无法在城市安居的情况下,通过增减挂钩政策等制度手段人为推进农民

退出宅基地,甚至以此来达到让农民获得财产性收入以及精准扶贫的目的,则一方面地方政府必定要

付出极大的财政成本,另一方面大量可能进城失败的农民无法返回农村,从而在城市形成大规模的居

无定所的漂泊农民群体,形成大规模城市贫民窟,也使中国丧失应对经济周期的能力.
这种办法的好处是可以更快地让农民腾退出宅基地,从而在短期内增加农村耕地,数量大约

１亿亩.
比较这两种方式的核心是第二种方式获得由宅基地复垦出来的大约１亿亩耕地的代价.这个代

价主要有二:一是地方政府支付的财政成本,按每亩２０万元计算,一亿亩需要２０万亿,这个代价是很

高的;二是农民不可逆进城所可能造成的城市大规模贫民窟以及丧失应对经济周期能力的风险,大
规模贫民窟和丧失应对经济周期能力的风险都是政治风险,即发展中国家通常出现的经济发展过程

中的政治社会不稳定的风险.显然,无论是２０万亿元的财政代价还是政治社会风险,都是不可承受

之重.
实际上,第二种方式较第一种方式也仅仅是将本来就是土地资源的部分农村宅基地提前复垦种

了粮食.无论是否复垦,宅基地都是中国不可再生的土地资源,早一点复垦晚一点复垦,土地面积并

没有增加,只是早一点复垦种粮食可以有经济价值,甚至可以保证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是,当前中

国仍然有１８亿亩耕地,１８亿亩耕地生产的粮食已经供过于求了.所以现在讲粮食安全,关键在粮食

生产能力而不是非得将所有耕地都开足马力生产粮食.同样,耕地资源并不是要让所有土地变成耕

地,而是要保持耕地数量,保留耕地生产能力,要储粮于地.当前中国正开展退耕还林、还水、还草,就
是因为退耕之后的林水草仍然具有生态功能,仍然是中国不可再生土地资源,甚至将来仍然可以开垦

为耕地.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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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宅基地可以复垦为耕地,但当前中国并未出现粮食危机以致于非得拆农民房子复垦农民宅

基地来种粮食这一步.农民未来迟早会退出的宅基地是中国未来保有的耕地资源,这个资源的保有

比现在复垦用来耕种粮食更重要.当前中国１８亿亩耕地出现了普遍的季节性抛荒,国家也开始通过

季节性休耕来保持土地地力.这就说明,当前中国并不缺生产粮食的耕地,需要的是中国保有生产粮

食的能力.这个意义上讲,宅基地迟或早一点复垦为耕地并非大事.如果将本来还要依托宅基地来

完成劳动力再生产的农民赶进城市,就不仅是要花费巨大地方财政成本,而且可能造成中国现代化进

程中的严重政治社会风险.

　　四、作为资源冗余的农村宅基地

　　在中国快速城市化背景下,指望农民进城“人地挂钩”,即有多少农民进城,就应当增加多少城市

建设用地并同时减少多少农村建设用地(主要是宅基地),这种政策过于机械,缺少对中国特色城市化

以及中国农民家庭生计模式的理解.中国城市化是农民可进可退的城市化,是农民家庭中年轻人进

城老年人留守的城市化,是年轻时进城年老时返乡的城市化,是经济形势好进城经济形势不好返乡的

城市化,是运气好就进城、进城失败就返乡的城市化,总而言之是动态的可逆的城市化[６].正是这种

可逆性使中国避免了一般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大规模城市贫民窟,使中国具有极强的应对经济周期

的能力.在中国实现现代化、完成城市化之前,当前这样动态的农民可逆城市化道路具有极大合理性.
农民进城了,农村出现了空心化,一部分农村宅基地闲置了.进城农民在城市务工经商,相当部

分进城农户可以在城市体面安居下来,他们不再需要农村宅基地,便将农村宅基地复垦种树种粮食.
万一进城农户进城失败,他们就可以顺利返回农村,因为他们仍然有宅基地,可以在宅基地上建房,耕
种自家承包地.只要农民可以与土地结合起来,农民就有办法.实际上,正是农民进城失败可以返回

农村,他们才敢于进城时放手一搏,以获得那些具有风险也更多利益的事业[１].
因此,在现阶段甚至未来３０年时间,在中国未完成现代化,国家无力为所有进城失败的农民提供

相对完善的保障前,应当保留农民进城失败的返乡退路,表现在宅基地上就是要让农民在未来相当一

个时期仍然将宅基地掌握在自己手上,即使进城了,也仍然让宅基地闲置在那里(当然也可以种树种

粮食,不过性质上仍然是宅基地),以让农民在万一进城失败时可以返乡.这样看起来是土地资源的

浪费,其实不是,因为土地仍然在那里,相反,这块宅基地给了进城农民安全感,是农民进城时留下的

防范风险的资源冗余,正是有了这个资源冗余,农民进城失败就可以返乡,社会结构就有了弹性,经济

周期的风险才容易化解.
当前关于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思维中存在的最大问题是线性思维,这种思维试图通过“人地挂

钩”,在农民进城的同时让农民退出宅基地,这样的“人地挂钩”看似节约了耕地(或复垦出来耕地),实
际上问题极大,诸如:成本极高,进城农民失去退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应对经济周期能力下降,结果

使得整个中国社会结构变得刚性易碎,风险极大.
在当前中国发展阶段,保持一定的宅基地资源冗余,对于中国城市快速发展、应对经济周期、防范

社会政治风险、保障农民基本权利都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这样的土地资源冗余不是资源浪费,而是

一个健康社会所必须的风险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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